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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七世紀荷蘭人招徠華南地區的漢人、引進技術到臺灣發展製糖業，開啟了臺

灣蔗糖作為世界商品輸出歐、亞各地的長久歷史。然而，臺灣糖業史的研究不僅偏

重在日治時期，即便在清代也較多關注開港以後的社會、經濟變化，至於開港前臺

灣蔗糖生產與移墾社會的情形，目前所知甚為有限。唯獨學者唐立（Christian 

Daniels）提出一套邏輯嚴密、史料紮實的論述，將不同類型糖廍的演變關係與清代

臺灣土地開墾的發展扣連起來。事實上，唐立的論證可能是受到日治初期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對於糖廍類型在特定目的下做出分類的影響。本文嘗試指出上述學者觀

點與日文資料之間的複雜關係，認為應該將對臺灣糖廍的理解，從二十世紀初期殖

民者的分類框架中解放出來。同時，糖廍做為農民種植甘蔗、加工製糖與輸出貿易

的匯集處，可視為農村群體勞動的經濟單位與社會網絡的節點；換言之，糖廍在傳

統農村社會運作的機制上，係佔有一社會、經濟結構的重要位置。相信這樣不僅能

加深對臺灣傳統糖業與農村社會的認識，也能在這基礎上，重新思考臺灣農村的運

作是如何面臨二十世紀殖民政府所帶來對產業延續與社會發展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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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蘢蔥路欲迷； 

綑載都來糖廍裡，只留蔗葉餉群犀。1 

 

康熙 36 年（1697）二月底，著名的遊歷士人郁永河，藉著同行福州官員來

到臺灣開採硫磺的任務，就臺灣府城周遭所見的蔗園景觀，留下了上述的竹枝

詞。前二句描述的是蔗田繁茂遍野的景象，甚至掩蓋了行走的道路。後二句則

指出，適逢糖廍起動，甘蔗從園地運來到廍以待壓榨的製糖環節；而擷取蔗莖

後的末端嫩葉，還得以作餵養牛群的最終剩餘價值。這短短幾句田園風光的描

寫，恐怕不是文人間觥籌交錯、詩詞唱和下一時興起的浪漫想像，而是頗具寫

實特色的親身見聞紀錄。由於蔗糖製作涉及甘蔗生長季或遲或早的特性，蔗農

約莫在十一月至翌年四月間插蔗，然後經過十二至十四個月的生長，在隔年使

得成熟採收。甘蔗的刈採及糖廍運作在十一月即可開始進行，並持續至隔年的

四月。然而，一般認為以一、二月間採收的甘蔗方是成熟期，壓榨品質最佳。

2因此，當郁永河初抵府城時，可說是正值南臺灣鄉間刈取甘蔗、煮汁製糖的繁

忙勞動時節。 

 
1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14。 
2 臨時臺灣糖務局編，《第二次糖業記事》（臺北：臨時臺灣糖務局，1903），23；菅

井博愛，《臺灣甘蔗栽培法》（東京：警醒社書店 1911），90；臺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編，《安平縣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5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26；古慧雯、吳聰敏，〈論「米糖相剋」〉《經濟論文叢刊》，24：2（1996.6）：176。

甘蔗栽植有所謂春植甘蔗（晚植）和秋植甘蔗（早植）之分。春植蔗在一至三月

插種，生長期約十二個月；秋植蔗在七、八月插種，生長期約十八個月。在此討

論是指 1910 年代中期以前較為流行的晚植方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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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殖民政府的調查統計，臺灣糖廍的數量在明

治 34 年（1901）達到 1,117 間的高點後，在後續十年間迅速下跌，進入大正時

代以前（1911）減少到剩餘 212 間（參見圖 1）。3從長遠趨勢來看，日治時期的

糖廍無疑是走向式微的夕陽產業，顯示大環境已不利於傳統製糖業的發展。4 

 

圖 1 日治時期臺灣糖廠數量(1901-44)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糖業（統計）〉，收入臺灣銀行金融研

究室編，《臺灣之糖》（臺北：臺灣銀行，1949），69。 

 

糖廍是蔗糖生產的工場，不僅是臺灣連結海外貿易發展的核心，同時也是

 
3 對上述統計數字帳面上的變化進行解釋，是臺灣糖業史研究的重心之一，論者多

從臺灣總督府的糖業政策與新式糖廠擴張等方面立論。參見凃照彥著，李明峻譯，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2008），55-68、165-181；森久

男，〈台湾総督府の糖業政策の展開〉，收入台湾近現代史研究会編，《台湾近現

代史研究》創刊號（東京：龍溪書舍，1978），41-82、社團法人糖業協會編，《近

代日本糖業史》上卷（東京：勁草書房，1997），第 2編第 3、4章；黃紹恆，〈從

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3（1996

年 7月）：83-146；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

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67-77。 
4 雖然形勢如此，但在整個日治時期臺灣傳統糖廍仍有存續，並未完全滅絕。參張

怡敏，《日治時期臺灣客家產業經營之研究：以糖廍為中心》（臺北：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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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移民開墾的社會、經濟中心。製糖的生產過程，從甘蔗種植、壓榨熬煮到

成糖販賣，是一涵蓋農、工、商三部門眾多人群生計的產業鏈，糖廍恰好匯集

三者，能夠揭示臺灣島內的移民開拓與鄉村社會運作。據此，進入二十世紀後

的十來年間，糖廍大量消逝除了反映新式機械製糖的擴張，至於糖廍存在與否

本身，究竟蘊含什麼意義？對臺灣鄉村的地方社會而言，又意謂怎麼樣的時代

變遷？ 

糖在臺灣史研究上受到的關注，主要來自兩股動力。其一是晚清臺灣開埠

以後，糖作為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帶動對生產地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其二

是日本領有臺灣後，臺灣總督府引進新式機械設備、技術與甘蔗品種，並鼓勵、

協助日本資本家在臺灣設立新式製糖廠，造成對本地製糖業的衝擊。 

十九世紀中葉清廷條約港開放後，臺灣糖的出口增長帶動島內社會、經濟

的變化，早已為人所熟知。5雖然近期研究者重新評估，認為開港對臺灣糖業發

展有限，6但仍是以蔗糖的海外出口貿易為主，糖廍的運作情形則鮮少涉及。 

至於日治時期臺灣的糖業發展，在學界顯然已成為一經典課題。這一學術

傳統的起始係將臺灣糖業置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框架下看待，代表作即日本

殖民學者矢內原忠雄在 1929 年出版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奠定其在日治時

期臺灣史及日本殖民研究的重要地位。7後續經過留日學者凃照彥的接續討論與

 
5 最具代表性者應為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另外，莊英章、陳運棟對於光緒年

間苗栗頭份陳家協源蔗廍的個案研究，基本上也呼應林氏認為開港後帶來創造就

業、賺取外匯、促進邊區開發與城鎮繁榮的類似看法，並進而達到社會階層流動

的作用。唐立（Christian Daniels）的研究則說明，開港後以英國為主的外商資本

金入臺灣，透過買辦、仲介商提供農民資金藉以控制蔗糖流通，強化了既有「資

金前貸制」的機制。參見莊英章、陳運棟，〈清末臺灣北部中港溪流域的糖廍經營

與社會發展：頭份陳家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6

（1984.12）：59-110；クリスチヤン・ダニエルス，〈清末臺灣南部製糖業と商人

資本─一八七〇－一八九五年─〉《東洋學報》，64：3、4（1983.3）：65-102。 
6 這主要來自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古慧雯教授及其指導研究生李國恒的成果。參見李

國恒，〈清末開港對南臺灣貿易結構的影響（1860-1881）：以砂糖貿易為中心〉（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碩士論文，2012）；古慧雯，〈清末開港後的臺灣糖業〉

《經濟論文叢刊》，50：3（2022.9）：329-363。 
7  對於矢內原氏的評述討論眾多，本文不再摘要評論。參見吳密察，〈矢內原忠雄

『帝國主義下の台灣』的一些檢討〉，收入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

出版社，1991），177-208；若林正丈，〈解説〉，收入若林正丈編，《矢內原忠雄「帝

国主義下の台湾」精読》（東京：岩波書店，2001），337-383；何義麟，《矢內原

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臺灣書房，2011）；黃紹恆，〈解題：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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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已將關注視角轉移至臺灣本地的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如何因應殖民政府

糖業政策的課題。凃氏強調臺灣殖民經濟的基本特徵，在於日本壟斷資本與本

地資本的並存，並以臺灣五大家族作為本地資本的代表來分析，突顯地主制與

日本資本（及其背後統治者）對抗、並存的互動關係。8社會學者柯志明肯定凃

氏看法，卻認為其忽略本地生產模式應是以家庭耕作式農業（family farming）

為基本特性的重要現象，而非地主制家族。進一步說，柯氏認為應該提出一個

能兼顧經濟與政治社會過程以及彼此間互動的整體性分析。9儘管如此，在柯志

明的論述中，並未真正進入家庭農場經營的內部做各面向互動的整體分析，比

較像是視家庭農場為臺灣本地社會一農民階級來看待，以之作為糖、米部門內

不同階級間結盟競合的分析對象。就此來看，是著眼於蔗作經營者背後的社會

階層屬性。然而，這樣的研究取徑從階級上逕視其為一整體，不免有失於農業

部門內部或市場交易層層分化所造成直接、間接影響以及地域性差異等整體複

雜環境的考量。 

如果殖民地經濟課題之於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性，要追問的問題是：「日治時

代臺灣農村從傳統自給自足式的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農民的家戶生

產方式何以能繼續存在？殖民政府與外來資本對這個轉型過程以及家庭農場

的存續又扮演了什麼角色？」10那研究者就有必要先釐清日治時期以前臺灣農

村既存的社會經濟結構；如就糖業經濟進一步說，便是清代臺灣糖廍如何經營

及其在農村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為何。換言之，從事糖廍經營的歷史研究，不僅

有助於瞭解清代臺灣移墾社會內部的形成過程，也是理解臺灣本地傳統社會經

濟結構，在日治時期如何面對殖民政府與外來資本的知識前提。 

目前學術界對於臺灣糖廍的認識討論仍十分有限。11惟以澳洲籍學者唐立

（Christian Daniels）有關糖廍經營與臺灣土地開墾關係一文的探討較為深入，

並且提出清晰的論點。以下本文便從唐立的論點展開，進而分析其立論背後所

 
論矢內原忠雄與東大殖民政策講座〉，收入矢內原忠雄著，黃紹恆譯，《帝國主義

下的臺灣》（新北：大家／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7-38，以及凃照

彥、柯志明相關專著的討論。 
8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4-7。 
9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10-15。 
10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81。 
11 除了前引莊英章、陳運棟關於苗栗頭份陳家的協源蔗廍、張怡敏對日治時期糖廍

的整體觀察，許雪姬研究的龍井林家，亦處理到林家事業中的蔗廍，惟其資料限

制，討論不多。參見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90），1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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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日治時期資料性質所可能引起解釋上的疑慮。最後，本文想指出對於臺灣

傳統糖廍的研究，應該更多一併考慮其所在的地方社會脈絡。 

 

貳、唐立的糖廍類型演變論 

唐立據說出身一糖史研究的家族，12其早期有關糖研究的著作，即是與家

人合著。不過，唐立更具代表性的著作應該來自於其在日本東京大學的訓練，

於 1992 年所完成的博士論文〈前近代中国甘蔗糖業技術史〉。該論文後來收入

著名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編輯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計畫

的一部分出版。13關於清代臺灣的糖業發展，唐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南臺灣的

蔗糖生產經營型態在清代時期有一動態的變化過程。14這一論述有助於理解日

治初期所觀察到臺灣四種糖廍類型：牛掛廍、牛犇廍、公司廍與頭家廍之間的

關係與發展演變（參表一）。 

一、糖廍的四種類型 

根據當時的調查，牛掛廍是由多數蔗農組成的組合，他們各自提供

牛隻來運轉石車，並依據提供的牛隻數負擔相關設備費用，以壓榨自己

種植的甘蔗製糖。牛犇廍與牛掛廍雖然都是由蔗農組成，但人數不如牛

掛廍。牛掛廍通常有十五、六人至三、四十人組成，牛犇廍則是五、六

人至十人。如同牛掛廍，製糖期所需的原料，牛犇廍只限組合員自己種

植的甘蔗；不足時，組合員可以在各自的份內，買收他人的甘蔗，或接

 
12  James A. Benn, “Review of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III Agro-Industries: Sugarcane 

Technology and Forestry by Christian Daniels and Nicholas K. Menzies,”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9, No. 2 (Jul., 1999), p. 342. 

13 Christian Daniels, 〈前近代中国甘蔗糖業技術史〉（東京：東京大學博士論文，

1992）；Christian Daniels, “Agro-Industries: Sugarcane Technology,” in Joseph 

Needham ed.,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3: Agro-Industries and Fores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 クリスチャン‧ダニエルス，〈清代台湾南部における製糖業の構造――とくに一

八六〇年以前を中心として――〉《台湾近現代史研究》，5（1984）：47-113。空

間範圍的界定，唐立自稱係指開港前的臺灣南部，就行政範圍來說包括諸羅縣、

臺灣縣、鳳山縣；就地理意義而言，則是北起諸羅縣北邊的虎尾溪、南訖鳳山縣

下淡水溪的西岸平原，見唐文頁 51註 9之說明。至於本文的討論，主要在唐文

的第二章「地主佃戸関係と糖廍経営の変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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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人委託壓榨來補充。公司廍，或者稱公家廍，則是一種合股組織的

組合，由組合員出資作為股份，設置「董事」或「記賬」來管理糖廍的

事務，並且買收他人的甘蔗或接受他人委託壓榨來生產蔗糖。公司廍，

是透過糖品販賣，或是收取委託製造的手續費來獲利。不過，當組合員

有種植甘蔗時，應交由組合製糖或賣給組合。最後，頭家廍是由擁有財

力的業主或商人單獨出資設立，藉由買收他人甘蔗或接受他人委託製造

砂糖，以此販賣來獲利。15 

 

表一 《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的糖廍類型與特色 

項目 牛掛廍 牛犇廍 公家廍 頭家廍 

原料來源 蔗農自種 
蔗農自種、委

託製造、買收 

委託製造、買

收、前金買收 

委託製造、買

收、前金買收 

資金來源 
缺乏資金 

的蔗農 

稍有資金 

的農民 
蔗農、資本家 業主、資本家 

出資人數 15、16-30、40 5、6-10 2-5 1 

組織性質 組合 組合 合股組織 獨力組織 

分布區域 臺南廳 
鹽水港、阿

緱、鳳山 

臺南廳（灣裡

至鹽水港以

北） 

鹽水港以北 

附錄參考 

書契約 
第 1 章 2-16 件 無 無 

第 1 章 17-23

件 

資料來源：依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神戶：臨時臺灣舊

慣調查會，1909），頁 4-5、《臺灣糖業舊慣一斑‧附錄參考書》，頁 1-70

整理。 

 

二、唐立的詮釋 

（一）頭家廍 

唐立首先說明，清代南臺灣的開墾是在地方政府發給墾戶墾照，墾戶再招

集佃戶開墾的模式下進行。為了招徠佃戶耕作，墾戶會設置糖廍，並依照糖廍

 
1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神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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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牛隻份數所對應的甘蔗栽培地贌租出去；這一類耕地即是清代臺灣契約

上經常可見的「廍帶園」、「蔗分園」或「牛份園」。據此，墾戶對於糖廍內的設

備、器具擁有高度的掌控權。唐立強調，像這樣由頭家或一家族獨資經營糖廍

的型態，雖然通行於整個清代臺灣，但並不能算是一田二主制，而比較可能是

在新開墾的土地以及在業主─佃戶租佃結構的情況下發生。16緊接著，唐立以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中的海豐鄭家文書為例解釋，17隨著業主─佃戶結構出

現大小租慣行，糖廍的經營權也轉移到佃戶手上，而作為直接生產者的現耕佃

人也對佃戶負擔著比業主更高的糖租。由此可以看到，糖廍經營的大租戶─小

租戶─現耕佃人結構已然成形。18 

（二）、牛掛廍、牛犇廍 

說明完地主經營的頭家廍演變型態，唐立討論由直接生產者所組成的牛掛

廍與牛犇廍。儘管這類的糖廍何時出現並不清楚，但至少在乾隆 25 年（1760）

便可看到相關的糖廍組成合約；而嘉慶 23 年（1818）的合約字，也能看到十九

世紀初期的運作情形。這類的糖廍是由全體成員共同經營，不僅廍內的設備費

用，連同對官府繳交的廍餉，也是按成員持份的比例來分擔。何以直接生產者

經營的糖廍在十八世紀中葉出現？唐立認為，原先的糖廍是在墾戶─佃戶的結

構下運作，當墾戶沒有設置糖廍時，便由佃戶們共同出資設立。而隨著十八世

紀中葉佃戶層成為小租戶並出現新的現耕佃人這一現象愈加顯著時，糖廍便以

現耕佃人、自耕農，以及不是在一田二主制下的佃戶共同設立經營。此外，推

動此現象的另一動力，還有郊商的資本投入以及蔗糖生產商品化的過程。唐立

認為在這進展中，直接生產者共同經營的糖廍，使同為蔗農的佃戶能夠保有更

多製糖的利益。換句話說，這呈現出蔗農自己經營的糖廍與地主經營的糖廍二

者之間的對抗。19 

 
16 クリスチャン‧ダニエルス，〈清代台湾南部における製糖業の構造――とくに一

八六〇年以前を中心として――〉，95（註 11）。 
17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是 1976 至 1983年間由美國亞洲學會臺灣史研究小組召

集人馬若孟（Ramon H. Myers）等人的策劃下開始進行搜集，主要執行人則為王

世慶先生。成果共分有十輯，主要搜集到的材料有諭示、佈告、訴訟書、商業帳

簿及各類契字等。其中最少一輯收有 455 件，最多一輯則將近 700 件。海豐鄭

家文書主要收錄在第五輯至第七輯，是由戴炎輝教授所提供。王世慶，《臺灣史

料論文集》上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375-377。 
18 クリスチャン‧ダニエルス，〈清代台湾南部における製糖業の構造〉，76。 
19 クリスチャン‧ダニエルス，〈清代台湾南部における製糖業の構造〉，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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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立的立論基礎 

（一）《臺灣糖業舊慣一斑》 

簡言之，對於清代臺灣糖廍的發展，唐立提出歷經由業主經營的糖廍、小

租戶管理糖廍，再到蔗農共同經營牛掛廍、牛犇廍變化過程的論述。讀者不難

發現，最初提到的四種糖廍，在這之中唯獨缺少公司廍。事實上，唐立在本文

中並未討論到公家廍。理由是，唐立認為此一類糖廍是在 1870 年以後，伴隨砂

糖輸出貿易的擴張，在商人積極尋求砂糖增產的情況下所發展出來的經營型

態，因此不在本文 1860 年開港前的討論範疇。20總的來看，唐立的論證在資料

與邏輯搭配上可說是相當緊扣綿密，不過如果檢視唐立論點與資料間關係可以

發現，唐立的論述很可能是得自《臺灣糖業舊慣一斑》（以下簡稱《糖業舊慣》）

的啟發。唐文不僅充分利用《糖業舊慣》所收錄的契約文書，在《糖業舊慣》

中也可以看到臺灣糖廍由頭家廍開始發展演變的看法： 

從頭家廍的沿革來看，在以前開墾盛行的時代，墾戶將設立糖廍作為開

墾的一種辦法，將佃人招徠開墾地，並將糖廍附帶在土地上來給墾的情

況很多。其辦法，首先是在適合甘蔗栽培的未墾地上，以墾戶的資本設

立糖廍，給予器具設備，然後將附近的土地，按照糖廍所需要的牛隻數，

分成一隻分的土地或半隻分的土地。這樣分配的土地稱作牛隻，佃人依

照其各自的能力到分配的土地開墾、種植甘蔗，稱作蔗份園、牛份園、

廍帶園。頭家的糖廍由佃人共同使用，壓榨自己栽植的甘蔗，頭家每年

向佃人收取糖租若干斤。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擁有墾戶牛份園的佃人，

在能夠使用墾戶的糖廍來製糖時，也就必然地從事製糖。因此，所謂的

牛份園，就成了對糖廍帶有持分的園地。在像這樣的從前時代，墾戶雖

然是作為頭家來獨力設置糖廍，但是墾戶自己並不直接使用糖廍，使土

地與佃人之間有了不可分離的關係。換句話說，糖廍成為附帶與給墾之

物。因此，在給墾當初，墾戶雖然對於土地及糖廍都擁有管業的實權，

但隨著歲月推移，管業權最終轉移給了佃人。21 

 

在這一段文字中可以清楚看到，頭家廍的出現是在開墾之初作為吸引佃人承租

耕作的誘因，業主屬意的仍然是墾成收穫後的租額。因此，糖廍最終只能由實

 
20 クリスチャン‧ダニエルス，〈清代台湾南部における製糖業の構造〉，96（註 23）。 
2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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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使用的佃人來共同持有。這樣一來，所謂的頭家廍最終都只能演變成蔗農共

同經營的牛犇廍或牛掛廍。 

《糖業舊慣》對於頭家廍發展的論述僅止於此，唐立則是以「一田二主」

的現象出現，來論證取得「田底權」（使用權）的小租戶，同時也取得了對糖廍

的控制權，藉此細緻化頭家廍走向牛犇廍的演變進程。這樣就將問題導向於，

糖廍類型的演變是否伴隨臺灣一田二主制的租佃關係過程來推動？考慮到近

年來學界關於清代屏東平原開發史的探究與積累，由於地方社會動亂而深化當

地複雜的族群關係以及對「一田二主」實質內涵的不同認識，或許有必要重新

思考唐立基於海豐鄭家契約所做出的解釋。 

（二）屏東海豐鄭家的事例 

唐立據以立論的海豐鄭家史料，係來自屏東平原上操著客家話、福佬話不

同語言群體雜處的複雜社會。主要居住閩人的海豐庄雖然毗鄰客家六堆的前堆

區域，但因為長期以來緊張的閩粵關係，在為求安業久居的考慮下主動與客家

人修好，使得六堆組織的勢力範圍能夠延伸到非客家人居住的聚落。22除了鄭

家，海豐庄還有盧、李、林多位富戶大族在康熙後期即取得廣大土地的開墾權。

這些來自漳、泉且僑居府城的閩籍墾戶，僅派管事留在當地負責土地事務，招

徠粵籍的佃戶進行開墾，因而形成「閩主粵佃」的現象。23 

除了租佃慣習上增添一層複雜的族群關係，研究者也指出，隨著稻穀價格

的提升所帶來經濟利益的增加，強化了佃戶對於支配土地實權（即田底權）的

掌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成業佃之間「一田二主」或「一田多主」的

緊張關係。然而，這一社會現象的出現，最重要的不是在佃戶可以自由轉賣土

地，而是業主無法隨意撤佃，這使得佃戶能夠在鄉村定居下來進而形成穩定的

社會。這一閩主粵佃的衝突狀態，也是「田底」概念最早在南臺灣水田地帶出

現的重要原因。24 

藉由上述相關成果的整理，本文要說的是，如果回到海豐鄭家所處的地方

 
22 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279-282；陳麗華，〈「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分與認同〉

《臺灣史研究》，20：1（2013.3）：174-177。 
23 相關討論參見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入詹素

娟、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籌備處，2001），33-112；陳秋坤，〈清代臺灣地權分配與客家產權：以屏

東平原為例〉《歷史人類學學刊》，2：2（2004.10）：1-26；李文良，《清代南臺灣

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23-48。 
24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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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來看，周遭複雜的族群互動對土地開墾所帶來的影響，將使我們對於「一

田二主」的概念有更豐富形成過程的理解，而不僅止是大租戶、小租戶與現耕

佃人之間一般性的租佃關係。 

在此必須聲明的是，就學界近來取得諸多成果的條件下回頭檢視唐立的論

點，並非是要指摘其論點上的疑慮，而是欲在其說法的基礎上，對於臺灣糖廍

與土地開墾發展這一重要課題開展更多討論。本文認為，唐立的論點尚有一更

根本性需要釐清的，正是在於臺灣糖廍的類型劃分。對於唐立所建立起的動態

論述，我們或許可以解讀成，其是在接受臺灣糖廍存有這幾種類型的前提下，

再賦予不同糖廍間的演變關係；特別是補充一田二主這一現象，背後所反映頭

家廍到牛犇廍、牛掛廍的發展過程。問題是，這四種糖廍的分類與內涵究竟是

從何而來？如果爬梳日治初期相關的調查報告與著述，會發現當時對於糖廍的

概念，很可能是一個從未定到確立的文獻論述過程。 

 

參、日治初期臺灣糖廍的調查與論述 

目前臺灣四種糖廍的分類方式，是出自明治 42 年（1909）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出版的《臺灣糖業舊慣一斑》。25然而，在這之前，日本領臺初期臺灣總督

府針對臺灣糖業所進行過的調查，實際上並未有此分類法。而後續有關的產業

調查，也並未出現如此明確的糖廍類型名稱及其定義。 

一、臺灣總督府的調查 

（一）〈糖業調查書臺南支部報告〉 

日本領臺之初，臺灣總督府進行過兩次糖業調查，分別為明治 29 年（1896）

3 月 17 日的〈糖業調查書臺南支部報告〉與明治 30 年（1897）1 月 11 日的〈本

島糖業調查書〉。26〈糖業調查書臺南支部報告〉應是由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臺南

民政支部部員所進行的調查，再由支部長古莊嘉門（1840-1915）提交。這份報

告應當是目前可知總督府最早針對臺灣糖業所做的調查，但卻鮮少受到研究者

注意。在這報告中呈現的內容主要集中在甘蔗栽培與製糖方面，對於蔗糖買賣

部分則未能來得及完成。儘管如此，這已顯示總督府在一開始對臺灣糖產業的

 
2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4-5、10-71。 
26 〈糖業調查書臺南支部報告〉（1896），《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典藏號：00004508016、〈本島糖業調查書〉（1897），《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81001。 



 
 
 

96．《臺灣學研究》第 29 期．112 年 9 月 

認識，就有從甘蔗種植到蔗糖交易做完整生產鏈式瞭解的打算。有關糖廍的情

形，可以在「粗糖製造所組織法ノ種類」標題下找到相關描述。當中提到，臺

灣的粗糖製造所組織並無一定的慣例，但大致可分為一人獨自設立、數人共同

設立，以及一庄或一部落共同設立三種。其中，一人獨自設立與一庄或一部落

共同設立者皆相當稀少，較常見的是集合數人資本且共同設立、經營的情況。 

（二）〈本島糖業調查書〉 

〈本島糖業調查書〉則是由總督府技師原熈（1868-1934）完成；相較前者，

這份報告是廣受學界引用參考的資料。27原熈的報告在「製糖場ノ組織」也指

出，臺南、鳳山一帶的製糖業者多是農人而沒有糖商，並由數名農人組成經營，

以一人之力維持的相當少見；一村或一部落共同設立的製糖場也很少。可以注

意的是，雖然製糖的申請是以一人名義提出，但實際上背後仍是由多人共同組

成。這些經營者主要是兼作甘蔗種植的佃農，並不仰賴糖商資本，費用由組合

員共同分攤。就此看來，這兩份最早由總督府方面做成的報告，針對糖廍組成

調查到的情況，都是合眾人之力來開設者最為普遍。 

二、日本內地的產業調查、見聞紀錄 

除了臺灣總督府出於日本本國發展製糖需要所展開的調查，領臺初期也有

許多企業、官廳出於投資上的考量派員來臺，或是抱有探險心態的日本人來臺，

留下許多當時臺灣島各項產業、風俗的第一線見聞紀錄。 

（一）石坂莊作的踏查 

明治 29 年，出身於日本群馬縣的石坂莊作（1870-1940），以隨軍記者身分

來到臺灣。隔年（1897），石坂受聘為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並在來臺第四年

（1899）出版他對臺灣的觀察著作《臺嶋踏查實記》。28石坂自言這部著作，係

自己親身踏查以及徵集有識之士的調查彙編而成。29該書在農業部分的「砂糖」

項下，對臺灣製糖場的紀錄分為四種，即赤糖、白下糖、白糖與冰糖。這些製

糖場多是共同經營，另有從資本家介入資金，等完成製糖後再以現金或糖品償

 
27  在當時，原熈的報告可能較臺南支部報告流傳更為廣泛，有多個不同的取得來

源，這一點唐立文章亦已注意到（頁 51註 7）。對比之下可以看出，總督府檔案

的報告仍為最早的版本，收錄在糖業協會、題為〈糖業沿革誌〉的手稿，上面的

修改字跡可視為第二版，最後收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的〈糖業〉，

以及題為〈臺灣ノ糖業〉分次發表在《農學會會報》第 33、34、35號者，則是

最後 2版的定稿。 
28 陳青松，〈日治時期的文史瑰寶：石坂莊作〉《臺灣文獻》，53：2（2002.6）：236。 
29 石坂莊作，〈端がき〉《臺嶋踏查實記》（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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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30事實上，石坂觀察到的分類，就是依照製造粗糖（赤糖、白下糖）與再製

糖（白糖、冰糖）的工場而區分出的糖廍與糖間；這在後來的增訂版，有更直

接的說明。31 

（二）大藏省的物產調查 

日本大藏省理財局基於業務需要，也在明治 31 年 8 月完成了對臺灣商況

及重要物產的調查報告。其中記載粗糖製造所，臺灣漢人稱之為糖廍或糖廓（限

臺南地方），從事者有兼職的蔗農或全職的專業者；儘管各地情況不盡相同，但

大體上資力較弱的小農不擁有糖廍。另一項為再製糖所，也就是白糖製造場，

則多為砂糖商人所有。雖然報告書在此並未直接指稱，但我們也可以瞭解這就

是文獻一般所稱的糖間。32而在討論到製糖場生產者與資本家關係的部分，報

告中提到糖廍有採取個人設立、數人組合設立與一庄或一部落的三種分類方

式。島上盛行的，則是數人組合的方式，由農業者共同出資經營。33 

（三）日本勸業銀行的產業調查 

明治 35 年（1902）5 月，日本勸業銀行副總裁志村源太郎（1867-1930）來

到臺灣視察產業，隨後將調查結果與蒐集的資料整理為《臺灣視察要錄》二輯。

在第一輯報告中，同樣將製糖所依照糖的種類分為糖廍與糖間。糖廍又分為個

人與組合二種，以組合形式佔了其中十分之六。個人糖廍則有大租戶和小租戶，

並以小租戶和佃人組成的糖廍為多；同時強調，個人糖廍幾乎沒有商人所持有

者。34 

 
30 石坂莊作編，《臺嶋踏查實記》，191-192。 
31 石坂在此作「糖軒」，也就是糖間。參見石阪莊作編，《增訂再版臺嶋踏查實記》

（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04），169-170。 
32 大藏省理財局編，《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東京：大藏省理財局，1899），

189-190、192-193。此復命書係以大藏省主計官荒井賢太郎之名義進呈給大藏大

臣松田正久，但並未列出調查員氏名。雖然並未詳細說明調查情況及參考書目

等成書的外部訊息，但從內文可看出有參考臺灣總督府等官廳的資料，包括原

熈、買威令（マイヤス即W. W. Myers）的報告以及各地方縣廳的調查數據。 
33 大藏省理財局編，《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196-197。 
34 日本勸業銀行編，《臺灣視察要錄（一）》（東京：日本勸業銀行，1903），10-11、

52-53、56-57。志村源太郎在臺停留僅有二十餘日，並且是以臺北為中心，往來

臺灣各地區與澎湖島，就產業設施、狀態進行視察。考量當時臺灣的長途交通條

件與志村的停留天數，其本人親自踏查的成分或許較低，而可能是倚賴隨行的

宇多良溫、小原達明在資料蒐集上的貢獻較多。另外，書末的採集書目中也列出

《糖業改良意見書》與《南部臺灣糖業調查》，當是糖業部分主要參考來源。惟

《南部臺灣糖業調查》筆者未能見得，推測或有可能是唐立一文所參考引用草

鹿砥祐吉的調查報告《南部臺灣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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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糖廍分類基準的分歧與收合 

從上述臺灣總督府、日本官廳及民間各種調報告來看，領臺初期對於臺灣

糖廍的認識與分類基準，主要是根據生產不同種類砂糖的製造場，以及製糖場

設立背後的資金來源二種。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皆未見到有頭家廍、牛犇廍等

相關名稱的記錄；儘管前面一人設立或數人設立的製糖所描述，已不難看出可

以與之相對應者。直到明治 35 年（1902）臺灣慣習研究會出版的《臺灣慣習記

事》，在舊慣研究會問答的訪談筆記中，首次出現有牛犇廍、頭家廍與公家廍；

35七年後（1909）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的《糖業舊慣》，在此基礎上又增補

牛掛廍，並且詳細介紹各式糖廍的組織運作型態、成員義務和規約等。這二者

所架構出的糖廍種類，成為後續相關著作將臺灣糖廍分成牛犇廍等四種類型的

源頭。 

在《臺灣慣習記事》出現頭家廍等稱呼後，首次跟進援用的是明治 36 年

（1903）臨時臺灣糖務局所出版的《第二次糖業記事》。這部糖業記事涵蓋甘蔗

種植到砂糖出口，並有關於糖業組合與相關統計，是繼糖務局甫成立時發行《第

一臺灣糖業案內》後的第二份重要出版品。其中在砂糖製造所組織，先是說明

臺灣產的四種砂糖及其製造所的糖廍、糖間，此部分大致如同前述。接著將糖

廍分為頭家廍、牛犇廍、公家廍三種，並在各項下有詳細說明。36 

後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

料報告》（以下簡稱《經濟資料報告》），是舊慣調查會中專責調查農工商經濟相

關舊慣的第二部所彙整的成果。其上卷第一編，是選擇臺灣重要物產做分項的

細緻梳理，當中自然包含砂糖。在粗糖製造場的分類上，說明是依照工場設備

所需要的資金籌集方法，分為單獨出資的頭家廍、共同出資的公司廍，以及股

份出資的牛犇廍三種。37而正如前面所說，同為舊慣調查會成果，且是針對糖業

部分的權威報告《糖業舊慣》，又再次強化、完整了四種糖廍的分類論述。 

至此，本文不擬再一一敘述後續相關出版品的分類情況，代以表二的整理

方式來進行後續的討論。 

 

 

 
35 臺灣慣習研究會編，《臺灣慣習記事》，2：3（1902.3），186、188。 
36 臨時臺灣糖務局編，《第二次糖業記事》，31-32。 
37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

（東京：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1905），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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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臺灣糖廍的分類 

 文  獻 糖廍分類方式 出版年 

1 糖業調查書臺南支部報告 一人、數人、一庄或一部落 1896 

2 本島糖業調查書 一人、數人、一庄或一部落 1897 

3 臺嶋踏查實記 糖廍、糖間 1899 

4 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 
糖廍、糖間； 

一人、數人、一庄或一部落 
1899 

5 臺灣慣習記事 牛犇廍、頭家廍、公家廍 1902 

6 臺灣視察要錄（一） 
糖廍、糖間； 

個人、組合 
1903 

7 第二次糖業記事 
糖廍、糖間； 

頭家廍、牛犇廍、公家廍 
1903 

8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

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 

頭家廍、公司廍、牛犇廍 
1905 

9 臺灣糖業舊慣一斑 牛掛廍、牛犇廍、公家廍、頭家廍 1909 

10 臺灣之糖業 
糖廍、糖間； 

牛掛廍、牛犇廍、公家廍、頭家廍 
1912 

11 臺灣通史 公司廍、頭家廍、牛奔廍 1920 

12 糖業ニ関スル調査書 頭家廍、公司廍、牛犇廍 1930 

資料來源：1.拓殖局編，《臺灣之糖業》（東京：拓殖局，1912），頁 25-30。 

2.連橫，《臺灣通史》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1962），頁 651-652。 

3.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糖業ニ関スル調査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

產局，1930），頁 3-4。 

 

表二列出文獻中有關臺灣糖廍的分類記載，可以注意的有三點。首先，在

1900 年以前，相關糖業調查所觀察到的糖廍類型，主要是一人獨自設立、數人

共同設立，還有以一庄或一部落共同設立的三種型態。雖然這些樣態貌似後來

所謂的頭家廍、公家廍或牛犇廍，但並未真正出現有這些詞稱。在此讀者也許

會懷疑，可能是這時的調查還不夠深入所致。當然，調查者是否有問出這些糖

廍類型的名稱確實不無問題，但很難說這些調查不夠深入、認真。例如，在〈糖

業調查書臺南支部報告〉中針對甘蔗栽培、製糖過程、砂糖貿易的各方面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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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細項，已囊括糖產業所涉及農、工、商的大面向，為後來相關調查與著作

奠定一完整的基本框架。在內容的細緻程度上，就粗製糖所而言，也考察了糖

廍的設備、人力、技術，製糖者與蔗農、糖商之間的關係，粗糖的製糖率、經

營成本等；甚至連臺南民政支部轄下 26 里、堡各糖廍及代表人姓名也都紀錄

在內。因此，與其問說為何 1900 年以前並未出現有頭家廍這樣的名稱，倒不如

問說這些糖廍的類型建立，為何是在後面的特定時間，以及什麼樣的脈絡下出

現。這點將在下文討論。 

其次，對於製糖場的觀察分類，標準從依照製造粗糖、白糖的製糖場所區

分出糖廍、糖間，到聚焦在糖廍運作的資金來源組成形式。這看似是調查者對

製糖場考察的進一步追究，事實上是分類方式背後的觀念轉換，或甚至說是新

標準的建立。如就糖廍、糖間的製糖場區分來看，主要是著眼在粗糖、白糖不

同種糖品的區分與日本國內市場需求的來源掌握。這一思維我們應該很能夠理

解：對於那時的日本帝國而言，據有臺灣很可能意味著能夠解決明治初期門戶

開放後洋糖進口所帶來貿易赤字的問題。因此，糖來源的掌握就日本民間企業

與政府在產業投資發展來看，無疑是核心且期待的關懷。38此外，粗糖（青糖）、

白糖的劃分，也是領臺初期總督府在糖業稅上沿襲清朝政府做法的徵收依據。

39總之，調查資料所呈現出製糖場的區分標準在此明顯拐了個彎。當分類標準

轉向糖廍運作的資金來源，突顯出來的便是由業主（或商人）、佃農等不同社會

階層的人物來運作糖廍。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一標準改換以後所呈現出糖廍的

性質，頗能呼應清代以來臺灣土地所有權型態的大、小租戶與現耕佃人分類方

式。這正是下一點要談的，臺灣四種糖廍類型的出現與劃分邏輯，讓我們不得

不更加關注到背後的論述權威：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第三，頭家廍等糖廍在 1902 年的《臺灣慣習記事》出現後，成為後續相關

文獻區分、說明糖廍類型的主要形式，並且在《糖業舊慣》得到清楚的分類定

義。研究者早已指出，這二者的出版機關臺灣慣習研究會與臨時臺灣舊慣調查

會，其實是臺灣總督府執行舊慣風俗調查任務一官方（舊慣調查會）一民間（慣

 
38 黃紹恆，《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9），頁 67-74、112-115。 
39 白糖每百斤 35錢，青糖每百斤 30錢；另，糖廍也需要繳交蔗車稅，每車三圓。

〈糖業稅則中白青糖ノ區分〉（1896），《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典藏號：00000008015；〈糖業稅則（日令一一號）及樟腦稅則（日令一二號）

兩稅則施行細則（日令一四號、日令一五號）兩稅則取扱心得（訓令八號、訓令

九號）〉（1896），《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00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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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研究會）的兩面。慣習研究會雖然號稱是民間組織，但成員大多是總督府官

員、法院人士，以及佔比一成的民間人士所組成，實際上可看成是官方性質的

研究團體，或稱其為舊慣調查會的外圍團體。40儘管如此，三種糖廍名稱究竟如

何出現，仍須回到文獻的時空脈絡來檢視。 

根據記載，頭家廍、牛犇廍、公家廍這幾個詞稱，是在明治 34 年 12 月 21

日召開的一次慣習研究會上，可能出自著名的糖商王雪農（1870-1915）之口。

41這次會議主要是關於糖業事情的詢問，當日受邀出席問答會的答辯者為蔡國

琳、王雪農、蔡夢蘭、許藏春（1853-1919）、吳盤石等人。其中蔡國琳、蔡夢

蘭是府城內重要的士紳富戶；吳盤石（吳磐石）在清朝時期出身營伍，於開山

撫番時立有軍功，後來改從商，主持臺南三郊商局總會事務。42諸人中擁有製糖

背景者為王雪農與許藏春，43尤以王氏為臺南重要糖商；或許如此，慣習研究會

的相關問題是以王雪農的意見為主。當天研究會詢問的一問題是，從甘蔗種植、

製糖再到上市，需要經過哪些人之手。答覆者在說明蔗農部分時，遂依序帶出

了牛犇廍、頭家廍與公家廍三者的名稱。由於答覆者只是想指出蔗農所交付甘

蔗的糖廍不同，因此對於各廍性質、特色所描述的份量相當參差；例如牛犇廍

便僅用一句話帶過，而頭家廍便提到較多佃人與園主之間，如何以糖品納租的

情形。因為此時問答的重點並不在各廍的類型如何，研究會成員也未就此進一

步追問。 

應該如何理解這一段會議的詢答？慣習研究會這樣的詢問方式，正如同今

日常見的街頭問卷或網路調查，既缺乏對研究對象的母體（population）定義，

其樣本（sample）也不具備均等的取樣機會，很難說有統計學意義上有效的抽

樣和代表性。當然，更應該直接考慮的是，出身府城的蔡國琳、王雪農以及從

福建泉州流寓到臺南行郊工作的許藏春，在對糖業方面的認識及個人職業經驗

 
40 山根幸夫著，吳密察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成果（附記：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風物》，32：1（1982.3）：50-53；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之研究》（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61-66。 
41 臺灣慣習研究會編，《臺灣慣習記事》，2：3（1902.3）：185。 
42 相關履歷見〈蔡夢蘭雇員ニ採用ノ件（元臺南縣）〉（1905），《舊縣公文類纂・臺

南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560069；〈吳磐石并商朝鳳

ノ二名參事任命ノ件（元臺南縣）〉（1897），《舊縣公文類纂・臺南縣公文類纂》，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533012。 
43 有關王雪農、許藏春等人在清、日政權交替下的應對，可參考學者林玉茹最新的

研究，〈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1880-

1905）〉《臺灣史研究》，27：4（2020.12）：35-82；〈「家在彼店在此」：清、日跨

政權下臺南郊商許藏春的抉擇〉《臺灣史研究》，29：1（2022.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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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不同；儘管如此，這一答覆不僅代表與會眾人的最後共識，也成為日後

討論臺灣三種糖廍類型（不包括牛掛廍）的最早來源。然而，這一地區差異與

局限性問題的破綻，卻在臺灣舊慣調查會另一出版品《經濟資料報告》中反映

出來。前面提到，由舊慣調查會第二部做成的報告，當中第一編是對重要物產

進行的調查，而第二編則是就各地方廳轄區內的產業做一般情況的說明。雖然

在第一編的「砂糖」中，接受《臺灣慣習記事》三種糖廍的分類，但在第二編

有栽植甘蔗製糖的苗栗、彰化、南投、斗六、嘉義、鹽水港與臺南等廳，僅有

鹽水港廳提到牛犇廍的情形。44這樣不一致的情況顯示，慣習研究會對於糖業

舊慣的詢答，還處於尚未整合、組織論述的初步階段。 

 

肆、《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的糖廍分類 

《臺灣慣習記事》雖然披露了三種糖廍類型的名稱，但由於是在慣習研究

會詢答的脈絡中出現，相關談話內容既發散也非針對糖廍進行探究，無法形成

一完整的論述系統。而對此加以承繼，並指出各類糖廍的地域分布特色者，便

是後來出版的《糖業舊慣》，也成為壟斷此一知識體系的權威。 

一、《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的編纂者 

《糖業舊慣》雖係由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但編纂者實際上是調查會

委員眇田熊右衛門。明治 37 年（1904）1 月 15 日，眇田接受舊慣調查會錄用

擔任囑託一職。45明治 39 年（1907）眇田承接部長岡松參太郎（1871-1921）的

命令，開始調查臺灣的商工業慣習。46或許是此一任務的關係，眇田遂於臺南出

張所執行調查時，對糖業相關的法律慣習蒐集資料，翌年（1908）完成稿本，

再隔年（1909）始出版。47從後來舊慣調查會內部整理出的成果可以看到，眇田

曾經提交過一份《糖引取及ヒ糖廍竝ニ其参考書》。48這一資料雖未能得見，但

 
44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

卷》，704-705。 
45 〈眇田熊右銜門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事務囑託ノ件〉（1904），《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11017。 
46 眇田熊右衛門，〈糖引取に關する慣例〉《臺灣慣習記事》，7：3（1907.3）：193。 
47 眇田熊右衛門，〈序〉《臺灣糖業舊慣一斑》，1。 
48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舊慣調查會臺南事務所的囑託山內鹿之助，也提交了

《糖廍調查書 上卷》、《砂糖產地及ヒ砂糖通路》二著，但未能查得，似乎亦未

以其他名稱出版。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舊慣調查事業報告》（臺北：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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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主打糖交易與糖廍二項，與後來出版的《糖業舊慣》內容架構相符合，應

是其前身。而在《糖業舊慣》出版前，眇田也先行將糖交易的調查成果，分作

五次陸續刊登在《臺灣慣習記事》第七卷的第三號至最終號。 

不同於《臺灣慣習記事》在有意無意間帶出三種糖廍名稱，《糖業舊慣》是

在這基礎上增列牛掛廍，明確指出各類糖廍的內涵差異與分布範圍，這才對臺

灣傳統糖廍的分類建立起完整論述。可以注意的是，眇田不僅將新加入的牛掛

廍作為討論各類廍之首，同時也以之為主要糖廍來說明相關內容。反倒是早先

為人所知的牛犇廍、公家廍、頭家廍等，在書寫安排上成為牛掛廍的對照，就

架構與內容篇幅來看，三者加總（16 頁）與牛掛廍（45 頁）相比接近 1：3。

由此可見眇田突顯牛掛廍的角色。當然，這應該不是眇田個人主觀意志促成，

而是在於其所蒐集到的資料，主要都集中在能夠解釋牛掛廍這一類型的契約文

書有關（23 件中佔有 15 件）。與此相關連的，眇田這部書之所以能夠稱為「糖

業舊慣」方面的權威，最重要的也就是這些搜集到的契約，彙編成《臺灣糖業

舊慣一斑‧附錄參考書》，幫助其在說明糖廍特色與彼此差異時，成為相關論述

的佐證。很明顯的，這一做法是比照了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出版的《臺

灣私法》及其附錄參考書。 

二、舊慣調查會的分類邏輯 

近年來，學界對於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的報告多有反省，特別是指出

其在分類上套用西方法學理論模型與演化史觀的問題。例如法律史學者王泰升

指出，舊慣調查會以源自羅馬法的近代歐陸法概念來規範臺灣的舊慣，分別歸

入「不動產」、「人事」、「動產」、「商事及債權」等分類，造成法概念轉化過程

的失真，又新賦予「權利」的概念。而當時法院判官又比舊慣調查會學者，更

喜於使用日本西方式的法律術語，而非以臺灣習慣上的用語來解釋舊慣的內

容，使得臺灣某些舊慣內容遭到實質上的改變。49歷史社會學者柯志明則發現，

舊慣調查會與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對平埔族與漢人之間的地權關係慣習，提供

了一套高度一貫性且富有解釋力的分類架構，但也同時將不符合分類的情況視

為「變例」來看待。並且將令其困惑的土地慣習，推給了難以解釋的沿革，假

定這些難以分類的慣習隨著時間而演進成較為「現代」的形式。50上述學者檢討

 
臺灣舊慣調查會，1917），112-113。 

49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308-309、311、319-327。 
50 柯志明，〈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分類與演變〉《臺灣社會學刊》，23（20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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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慣調查會所做出報告的問題，主要是針對《臺灣私法》，然而《糖業舊慣》是

否也有類似問題？ 

確實，《糖業舊慣》對於臺灣的糖廍，就性質上是直接視為較具有「現代」

性的「組合」，也就是類似同業工會的組織來看待。儘管這樣的類比概念在先前

官方的調查報告及出版品便已出現，51但這一點不僅在全書中俯拾可見，眇田

也極力由此分析。在這樣概念先行的前提下，其對糖廍組成的剖析重點便在於

這些組合員的各項權利、義務內容；同樣的，糖廍設立時所簽訂的合約字，也

視為日本民法中的組合契約。52其實眇田以現代法律概念的框架來看待臺灣傳

統糖業運作的想法，早已明白公諸於世。在明治 40 年（1907）3 月刊登在《臺

灣慣習記事》中有關糖買賣的慣習，眇田便提到「糖交易的事項相當廣泛，其

內容反映了民事、商事的所有法律」。53據此，正如同前面學者對《臺灣私法》

的討論，對於《糖業舊慣》所呈現出臺灣的糖廍形象與糖交易的慣習，我們應

該理解成，這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試圖將各種臺灣慣習整理成符合西方法學

理論框架工程的一部分。 

三、分類架構下的內在衝突 

至於各類型糖廍之間是否呈現出一演化史觀？眇田在《糖業舊慣》中對各

類糖廍的調查，僅在頭家廍一項底下提及各廍的差異與演變關係。首先是說明

牛掛廍是由資本薄弱的多數蔗農組織的組合，以壓榨自己栽種的甘蔗為目的。

其次牛犇廍，是稍有資本農民的組合，目的是壓榨製造自己栽培的甘蔗，還有

組合員各自從他人買收的甘蔗，並且也接受其他農民交來的甘蔗委託製糖。公

家廍則由組合員出資運作，透過買收甘蔗、承接委託壓榨甘蔗製糖，其目的是

為自身營利而非為壓榨組合員種植的甘蔗。從這方面來看，眇田認為這樣的糖

廍類型，是由最下層的農民單純以製造為目的，漸漸發展到以製造還有營業為

目的。因此，組合員的人數也隨之逐漸減少。同時，耕作者與製糖業者漸漸分

離，到了單獨經營的頭家廍可說是發展到了極致。54眇田的這一分析，是著眼於

甘蔗的取得方式來看待不同糖廍之間的特色，進而推論其中的演變可能。至此

 
102。 

51  在最早臺灣總督府的兩份糖業調查報告，便可見到其中將糖廍與其成員描述為

組合與組合員，後來臨時臺灣糖務局出版《第二次糖業記事》亦可見。 
5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11。 
53 眇田熊右衛門，〈糖引取に關する慣例〉《臺灣慣習記事》，193。 
54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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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注意到，這一糖廍演變的論述，與前面引述頭家廍沿革的部分其實是不

同的發展路徑。不過眇田並未解釋為何會出現這兩種論述，而是依照不同的角

度解釋讓二說並存。其實眇田沒說我們也應該要察覺到，會有這樣的不盡一致

的說法出現，正是分類所造成的結果。如果依照目前相當有限的實證研究，莊

英章、陳運棟考察光緒年間苗栗頭份陳家的協源蔗廍認為，其營運情況既可以

是頭家廍，也可以是公司廍和牛犇廍，是一種綜合的組合形式。55這說明糖廍運

作的複雜性，無法採取特定的類型劃分，更遑論以劃分後的結果去推敲不同類

型間的演變途徑。 

唐立的研究試圖將清代以來糖廍的發展與土地開發進行動態分析，這在有

限的資料條件下已是相當精彩的論述。此外，本文也認為舊慣調查會的分類同

時提醒我們更仔細思考，蔗作開墾與糖廍設立在地方社會中的複雜性。換句話

說，如果要更好的認識臺灣傳統糖業與移墾社會的發展，應該要放棄這些在特

定歷史脈絡下所建立起的糖廍類型與概念，讓糖廍回到其所處的地方社會來理

解。本文認為糖廍在臺灣農村中，佔有一社會、經濟結構上位置的重要性，以

下進一步說明這二者之間的關聯面向。 

 

伍、糖廍經營與農村社會運作 

甘蔗是臺灣史上最重要的經濟作物，自清代以來甘蔗栽植與蔗糖生產、輸

出，便是推進臺灣土地拓墾的主要動力。蔗農種植甘蔗，在冬天採收後運搬到

糖廍製糖，最後銷往各地。因此，糖廍能夠作為農村生產與對外貿易的連結，

揭示出臺灣島內的移民開拓與農村運作的面貌，包括農事勞動作息、經濟生活

與製糖事務的社會整合等。 

一、製糖經營的農事勞動週期 

文獻一般記載臺灣農村裡的製糖活動從十月建築廍屋、設置廍車開始，直

到隔年四月結束，這只是大略的製糖工期。56實際上，臺灣的製糖時序也是中國

傳統農業社會運作的一部分，係按照黃曆、節氣的時序系統來進行，並且在特

定時節有相對應的祭祀活動。例如廍屋的開工，從破土、上樑、開井、安灶，

 
55 莊英章、陳運棟，〈清末臺灣北部中港溪流域的糖廍經營與社會發展：頭份陳家

的個案研究〉，93。 
56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7），51-52、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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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石車的安下枋、安神位；或是製糖業者專屬的「廍公」祭祀，開工前需要請

廍公「入廍」，二月分幫廍公慶生「佐廍公生」，製糖結束要「謝廍公」演戲酬

神。57這顯示鄉村中農事曆法和信仰祭祀對於製糖業的重要性，是透過遵循一

定日期、特定方式的常規實踐所展現出來。此外，甘蔗並非糧食作物，且相當

耗損地力，農民為了自給維生，需要搭配旱稻、甘藷、豆類、花生等其他作物

來形成輪作、間作方式，達到對地力使用、恢復的循環平衡。這些次要作物也

有不同的生長季與生長期，在選作上也需要考慮氣候、土質等地理環境的適種

性。事實上，不同地區的農業生產與土地利用方式皆有差異，但無論是在旱地、

水田或是山地，農家皆能調整出最合適的主要、次要作物栽培，並輔以魚塭、

畜產及園藝經營等農業部分的副產品供應。58因此，一個地方的自然條件與農

業活動的相適應，往往也反映出其特有的地域性格。 

二、糖廍的金融調節功能 

糖廍的開設，還是經常可見於富農或地方家族來維持。因此，糖廍主經常

也具有地主、商人的身分，除了製糖也兼營油舖、𥴊舖、中藥行等日常貨物與

借貸業，這使糖廍經營成為在以甘蔗種植為主的鄉村社會中，得以進行現金流

通的金融中心。十九世紀中期北臺灣興直堡地方張姓小租戶地主的廣記，便以

經營土壟間販售米穀的土地事業和投資日用百貨的關係企業乾德商行，成為農

村中貸放銀款、融通資金的重要角色。其借貸者不僅是無恆產的佃人，更有許

多同是小租戶的田園地主。59在蔗作為主的農村中，糖廍同樣承擔類似功能。由

於蔗農與糖廍存在著互利的依存關係，當蔗農有資金需求時，很自然地會向糖

廍主借貸或者以甘蔗作為抵押。60當然，糖廍與蔗農的互動不僅於此。由於製糖

業務上的往來，糖廍也時常扮演甘蔗原料、蔗汁、物料、資金流通的平臺，並

 
57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45-46；莊英章、陳運棟一文，

也有對廍公祭祀的討論，參見莊英章、陳運棟，〈清末臺灣北部中港溪流域的糖

廍經營與社會發展：頭份陳家的個案研究〉，71。 
58 參見曾品滄，〈從田畦到餐桌：清代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與食物消費〉（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59 王世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農村金融之研究：以興直堡銀主小租戶廣記為

例〉，收入氏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1-70。 
60  目前研究者基本上接受日治時期的調查所述，認為蔗農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向糖

商借貸，反過來，糖商也藉此控制甘蔗原料及蔗糖取得，但這樣的說法不僅塑造

出蔗農、糖商（或地主）的階級對立，更忽略蔗農所在的地域環境，以及蔗農與

糖廍主之間可能存在複雜的經濟、人際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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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其與蔗農、糖廍職工乃至與糖廍有業務關係者的第三方交易媒介。這些日

常經濟生活上的來往，使糖廍成為農村社會中最重要的金融流通中心。 

三、分工整合反映的社會網絡 

不同於今日的個人創業，傳統糖廍的開設並非憑藉個人資本或是合股、合

資形式就能成立運作，同時還要有專業匠師、設備、原物料等各方面條件的協

調與配合，始能順利進行。如同大多數的傳統產業幾乎依賴個別司傅的手藝，

糖廍也是如此。這一特點在清代文獻早已指出：「煎糖須覓糖師，知土脈、精火

候，用灰（湯大沸，用礪房灰止之）用油（將成糖，投以萆麻油），恰中其節。」

61這說明在熬煮蔗汁的過程中，添加石灰及萆麻油的時機點還有用量多寡，均

影響成糖的品質；同時還要說的是，出色的糖師在這方面有比較好的掌握能力，

還有及早尋覓、預約司傅的重要性。其實不僅熬糖需要工匠，從最初豎立蔗車、

刈取甘蔗、裁剪分段，到最後運糖用的竹簍編織、裝盛，在各個環節上都需要

有專門的技術者或經驗老道的職工來處理。這樣的製糖方法，從現代來看肯定

被認為落伍。就算是十九世紀下半葉或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調

查，也都批評認為是落後、不合時宜且效率低下的做法。62儘管如此，這不表示

傳統製法不需要專業與技術；更不要忘了在二十世紀西方機械動力式的製糖法

流行以前，臺灣一直都是以這樣的方式來生產蔗糖，然後銷售到中國、日本甚

至是呂宋、波斯等地，並長達三世紀之久。總之，製糖這一經濟活動涉及了諸

多農業知識、技術、勞動力、原物料與資金等環節的分工，最後能加以整合的，

是隱藏在農村內部的社會網絡。據此，傳統製糖既是農村經濟中的產業之一，

同時也可以視為地域經濟活動的整體來看待。換句話說，雖然僅僅是一年期的

製糖活動，實際上是反映長久下來地方社會上的人群關係。這樣緊密的關係，

使得一些糖廍主在進入日治時期轉換成原料採取區的甘蔗監督委員，成為地方

農民與糖廠之間的緩衝。63 

 

 
61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56-57。事實上買威令也有注意到這點，其報告中便提

到，在蔗汁的澄清部分，石灰的添加完全憑藉糖師（boilerman）個人斟酌；熬煮

時，糖汁濃度是否足夠，也都藉由某些難以察覺到的「標準」（rule）來判斷。參

見 W. W. Myers, “Appendix,”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17, p. 153. 
62 W. W. Myers, “Appendix,”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17, pp. 151-154. 
63 這樣的事例可以參考龍井林家的情況，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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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十七世紀中葉起，臺灣傳統糖廍的運作與發展，在歷經二百餘年進入到日

本殖民者統治時期，迎來了相當大的挑戰與農村地景地貌的改造。64如果就糖

廍自身的歷史來看，應當能作為一反映臺灣社會發展變遷的鏡像。就這一個課

題的成果和學術意義來看，以唐立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唐立將不同類型的糖廍

發展，伴隨清代臺灣的土地開發過程，賦予一動態變化的連動性。 

然而，近年來日益豐富的著述成果和研究方法論的反思，也促使我們重視

臺灣島內的區域差異和地方社會內的複雜性。在這樣的學術積累下，引起本文

重新檢視唐立的論點及其使用材料的解釋力。本文認為唐立的論述與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的成果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包括接受舊慣調查會對於糖廍類型的分

類、定義，還有演變方式的解釋。如果爬梳其他糖業相關的調查報告可以發現，

日本領臺初期對於生產臺灣粗糖的工場組織，不僅分類基準不盡一致，而且對

某一類型的糖廍並未有使用特定名稱。這樣對於糖廍組織認識分歧的情況，在

舊慣調查會的《臺灣糖業舊慣一斑》付梓後，逐漸收到一槌定音的效果，並成

為後續相關著作介紹臺灣糖廍引用的源頭。舊慣調查會針對臺灣商業慣習而展

開的調查與蒐集到的材料，雖然有助於重新認識過去臺灣民間的經濟、社會活

動，然而其所採用的分類辦法，往往也限制我們的視野，甚至是重新建構出一

套特定的知識框架。 

糖廍是十七世紀以來臺灣糖出口海外貿易的生產工場，是涵蓋農、工、商

業部門的生產鏈，自然也是農村經濟的群體勞動，以及地方人群網絡的互動與

成形。如果在這一層的意義理解沒有錯，那應該將對糖廍以及糖業活動的理解

從地方社會中的角色出發來探究。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思考：植蔗製糖

的農村社會，在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是如何面對其所引進的新式製糖方式；

其結果固然是對臺灣糖業發展帶來革命性的轉變，但在農村內部的社會關係

上，恐怕是打破或重新塑造地方經濟與社會的連結方式。當然，這些問題所表

現出來的樣態如何，都有待更多具體的實證研究來回答。 

  

 
64 這樣的改造不僅只是在農村中開築鐵路、公路、水圳設施，興建起高大的煙囪工

廠，還在於各種農業作物品種的引進和取代。參見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的殖

民農業與地景轉換〉《藝術觀點》，88（2022.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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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Hist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Local Society: 

Rethink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Taiwanese Sugar Mills and Its 

Role in Rural Society 

 

Rong-sheng Lin
＊
 

 

Abstract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Dutch recruited Chinese people from Southern China to 

develop the sugar mill industry in Taiwan. They introduced sugar-making 

technologies to Taiwan, which witnessed a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Taiwanese sugar to Asia and Europe.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sugar industry, however,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tudies on the Qing period have also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is topic, except 

for Christian Daniels. He lays out a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how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gar mills and the process of land cultivation operated i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period. However even here, the argument made by Daniels is 

problematic because of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the sugar mills carried out by the 

Provis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of Taiwanese Old Customs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is article makes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sugar industry in 

Taiwan by critically examin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sources that is advantageous for 

the colonial narra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chang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sugar mills should be re-examined and rescued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used by the colonial author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y 

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sugar mill indust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ative sugar industry of Taiwan can be studied through the node of 

social network and the economic unit of collective labor in rural areas. In other words, 

by rethinking the native sugar mill industry, the research will explore how traditional 

society was at the center of transition. 

 

Keywords: Sugar Mill, Colonial Economy, Provis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of 

Taiwanese Old Customs, Christian Daniels, Lo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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